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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瑞铭 

张闻天在 1959年七八月份的庐山会议上，被控“反党”和“右倾机会主义 

分子”两个罪名继而被罢官以后，在这一年的 l1月，多次主动请求为党做些工 

作，表示不愿“赋闲”在家，最后经中央批准，被分配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社会 

科学部(简称学部)的经济研究所工作，名分为“特约研究员”，其时，他还保留着 

政治局候补委员的名义。 

当时的所长是孙治方。他对张闻天的到来，很欢迎。早在 20世纪 20年代，孙 

冶方就认识张闻天了。1925年秋，他们二人同坐一条苏联运煤船离开上海，奔赴 

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经所领导班子商议，张闻天被安排在政治经济学研究室 

参加学术活动。 

我从 1956年初到 1960年秋，在莫斯科大学经济系留学五年，毕业后回国， 

被分配在经济所政治经济学研究室工作，有幸与张闻天一起聚会、探讨学术问 

题长达四年之久。根据我的亲身观察与感受，我认为，前国家主席杨尚昆在《纪 

念张闻天同志》一文中，称张闻天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的 

评价是生动传神并恰如其分的。本人得益于张闻天伟大人格的启迪与感召，不 

管祖国政治风云如何变幻，始终没有失去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与信仰。诚如列 

宁所言：“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此处不拟全面评述张闻天，仅就亲身所见所闻来作点滴的忆述，也可算是以 

“纪录片”的方式来留存些许史料吧。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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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人 

一

、初见张闻天 

1960年秋，我到所不久，同室的张纯音告诉我，明天张闻天要到我室来参加 

学术研讨会。对一个留学生来说，张闻天的名字并不陌生，他出任过驻苏大使， 

以后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之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曾听到传闻，他有一段时期 

在党内的地位比毛主席还高哩，是什么“总书记”之类的吧。那时的一般青年学 

生对党史的了解浮光掠影，净听到一些传闻而已。我始终弄不明白：怎么张闻天 

的“官”越做越小了呢?但怎么也不至于降到经济所来工作吧?于是惊奇地问张 

纯音 ：“这样的大人物会到我们小小的研究室来参加讨论?”她说：“你没听说他 

在庐山会议上犯了错误?他现在是我所的特约研究员。”留学时，组织不对我这 

样的党外学生(我那时是共青团员)透露国内的重大政治信息，自己又一心埋头 

应付考试，所以就极其闭塞了，连庐山会议这样的惊天大事也茫无所知。 

我不禁想：鼎鼎大名的张闻天会是个什么样子的人呢?待见到他本人时，却 

感到有些一般化，未免觉得不符合脑子里浮现的“传奇”色彩。他是那么温文尔 

雅、淡泊、慈祥、平易近人。而说话又是那么轻声细语，还带着浓浓的吴语口音， 

类似于朱 自清、叶圣陶那样的教授、学者。 

二、张闻天的魅力 

接触几次以后，我对张闻天的敬爱之情油然而生，心里想：张闻天毕竟还是 

张闻天。闻天同志写作极其勤奋，每当写完一篇初稿，总要先交给我室研究人员 

讨论、提意见，然后再作修改、补充。真可谓虚怀若谷。一次，一位青年同志说： 
“

⋯ ⋯ 总之我个人认为，闻天同志的上述提法未免有些‘破定’。”张闻天耐心地 

听完了他的意见，微笑着说：“你的意见有些道理，有参考价值。不过，你这个‘破 

定’的说法也未免有些破绽哟。”大家都轻松愉快地笑了起来。张闻天善于寓批 

评、帮助于幽默、谐趣之中，既使被帮助者易于接受，又活跃了气氛。 

60年代初期，我们吃得差而少，有些同志患轻微浮肿，室内有人提议：隔一 

段时间凑份子去北海“仿膳”改善一下伙食，可以利用“学术聚餐会”的名义，以 

免别人 “上纲上线”说成 “自由化”；咱们敲研究室里这些老革命的竹杠 ，让他们 

出大头。当我们一些年轻研究人员将这一动议向张闻天、孙冶方等提出来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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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欣然同意。要知道，在政治挂帅、阶级斗争为 

纲的狂热年代，这类活动是极其“离经叛道”的， 

也就是他们这样的非凡领导人才敢于拍板。记 

得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等老同志每次各出 

40元，副室主任等中年学者各出 20元、10元不 

等，而我们年轻人只出1元或 5角。在餐桌上， 

闻天同志和大家有说有笑，亲如一家。我在 1962 

年写过一篇 《昌黎集市贸易调查报告》，曾被中 

央内部刊物转载，其中有这么一段话：“只要有 

利于生产，即使是‘投机贩运’又有何妨!大不了 

让投机者赚几个钱。”这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 

他在1962年 4月至 6月也曾在江苏、上海、浙 

江、湖南四省市的城镇农村进行了一次关于集 

经济学家茶座 
． e4 

张闻天 

市贸易、价格等问题的调查并准备写成报告上报中央，找我个别聊了几次，其中 

议到当时流行的 “投机贩运”这个概念的内涵和外延 ，是否属违法乱纪的范围 

等。因此我们有些交往。否则，他怎么会知道我呢!组里可有十五六个人呀，个 

个都比我“引人注目”。在闲聊中，他得知我爱人怀孕之事。在一次聚餐后，剩下 

两个鸭架子。在困难时期，这可是 “宝贝”，不少人心里想拿，但又都不好意思 

拿。正在相互推来推去之际，张闻天发话了：“陈瑞铭同志，你拿去吧，你的爱人 

不是正怀孕吗。带回去让她补一补。”大家都说：“对，对。”我说：“小廖的爱人也 

怀着孕哩。”张闻天说：“那就一个人一个好啦。”我惊奇于这位留学过三个国家、 

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党内传奇大人物关心群众竟会如此体贴人微。这样的 

人会是“反党”的吗?人们的正常思维与健康思维都丢到哪里去了?这不是自毁 

长城吗?想到这些 ，不禁感到一阵酸楚。 

他对普通小民真诚关爱，以后还听到不少事例。1969年，他被发配到肇庆去 

落户以后，原来为他服务的勤杂人员孙时平和炊事员黄广祥被分配到经济所干 

校 ，列入经济所的编制。孙时平用他那宽厚粗糙的巴掌一撸嘴巴说：“嘿，每次闻 

天同志出差回来 ，总给我带两瓶酒 ，他知道我爱喝两盅呀。那 日子 !钱就放我兜 

里，买完菜不用报账。你去报，刘英(张闻天的爱人)不让哪。她说 ：‘小孙 ，月底结 

总账，别来烦我!”’那可是张闻天在位得势的岁月呀!得势时尚且如此尊重、信 

任、关怀身边的勤杂人员，难怪炊事员黄广祥 ，在 1972年稍有松动，出现机会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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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o 

立即申请奔回张闻天的身边，照顾二老的生活去了。劳动人民没有那些 “官场” 

人物那么势利。 

1961年，由孙冶方主持、全所主要科研力量参加编写的 《社会主义经济论》 

初稿完成，共 110万字。在两个月多的审稿全过程中，张闻天都参加了，发表了许 

多很精彩的观点，如：要学《资本论》的方法结构来写，“学而不套”，不可把教科 

书写成为政策辩护的汇编或口号的集成。他十分赞成以最小的劳动消耗取得最 

大经济效果的全书红线。反对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他大力强调按经济规律 

办事，反对唯意志论。他批评急躁冒进，强调综合平衡。他在按劳分配、劳动者的 

物质利益、企业利润、密切联系生产力来研究生产关系等方面也都有比较系统 

的发言或插话。总之，几乎在一切观点上都与当时钦定的极左的政治挂帅路线 

有所偏离，甚至直接对立。原因在于，他认识到，经济建设与政治革命、战争等毕 

竟有所不同，因此解决的手段、群众运动的方式也应该有所区别。他说，应该在 

肩膀上长着 自己的脑袋。 

张闻天在 1961年写了几篇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经验教训的文章，1962年 

又写了一份关于扩大开放集市贸易，取消许多不必要的限制的调查报告，还上 

报中央。一次讨论会后，一位中年学者悄悄地对我说：“闻天同志真有些书生气， 

迂得可以。这类与现实联系那么密切，政治敏感度那么强的文章，以他目前的处 

境，躲还来不及哩，能去碰的吗?他真是太不聪明了，太不善于保护自己了。”当 

时我刚从苏联回来不久，世外桃源中人，不解地问：“为什么不能碰?为什么不聪 

明?”他欲言又止，最后苦笑一下说：“你呀，吃几次苦头，慢慢就会明白了。”果不 

其然，应验如此快速，到 1964年 10月份的经济所“四清”中，张闻天在《社会主义 

经济论》审稿会上的发言以及这些文章与调查报告就被康生操纵的工作组定为 

“张闻天、孙冶方反党集团”的重要 “罪证”，更不要说 “文革”中因此而受到的非 

人磨难了。我一方面感到张闻天的确太多书生气 ，不管受到多少误解和不公平 

打击，仍坚持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孜孜不倦地从事现实问题的理论研究与 

阐述，没有丝毫消极、退隐的情绪；总想“致君尧舜上，为使风俗纯”。如此为国为 

民不顾个人毁誉得失，甘冒矢石，痴心不改 ，令人由衷敬佩。另一方面，心里想 ， 

那位同志真精哪，很有点先见之明哩。现在想想，可惜我国那些年月“聪明人”太 

多了，而像闻天同志这样的“迂夫子”又太少了。否则，国家何以会走那么多、那 

么大的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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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怎么也转不过弯来 

经济学家茶座 
．e4 

1961年初，我被下放到河北省昌黎县财委去理论联系实际，具体负责管理 

集市贸易的工作。记得从 1961年下半年开始，县城关的农村集市又允许重新开 

放了。集市开放伊始，许多产品的价格上涨幅度较大，比国营商店的牌价(有价 

无货)高多了。但比开放前在街头巷尾偷偷摸摸交易的价格还是低一些的。约过 

了半年，集市上物资的品种、数量、质量都逐渐有所增多与提高，价格也有所回 

落。但出现了一些所谓“投机倒把”和“违法乱纪”现象(用现在的眼光看，那大都 

是一些不值一提的发展商品经济中的正常现象)，同时也产生了少数农民弃农、 

工人弃工、个别干部离职经商等事例。于是，不少思想保守的人或具有极左思想 

的人就沉不住气了，纷纷写信或写文章指责 “资本主义回潮”，建议中央重新关 

闭集市。县财委的一位副主任对我说，风向有点不对头，可能集市又要关闭了。 

我心里十分着急，赶紧向所里寄回一份 《昌黎集市贸易调查报告》，希望能被转 

呈到上面去。报告的基本内容是：1．集市开放利大于弊，不能因发生某些不合规 

格的事就因噎废食，萌发重新关闭的念头。2．对集市不妨统其大纲、无为而治， 

效果可能反而会更好一些。众多的管理人员可予以适当精简。3．像薯秧这类物 

资销售，即使让其长途贩运，没有持大队证明信亦有何妨，大不了让投机者多赚 

几个钱，但对生产者与种薯者都有好处。在当前来说，只要对生产有利的就是合 

理的。4．农村生产应以经济杠杆为主，思想教育为辅，要看看事实再说话。干不 

干，五两半，是调动不了积极性的。5．光靠一次次的整风不是解决根本问题的办 

法，关键在于建立规章制度。6．要加强对农村干部民主作风的教育与监督，以缓 

解干群间的紧张关系。7．可否考虑以包产到户作为权宜之计来较迅速地恢复目 

前过分萧条的农业生产。这份报告是 1962年 5月初寄回所里的，7月初 ，孙冶方 

给我寄来一封回信，说我的报告已由中央内部刊物《财经通讯》发表，受到首都 

各界重视 ，希望我继续观察研究，及时反映下情上报中央，以利改进基层工作。 

我回所后，张闻天还找过我几次，议论与农村集市相关的一些问题。 

1964年 10月份，康生、陈伯达派出一个 70多人的庞大工作组，进驻经济所 

搞“四清”。有工作组员要我交出孙冶方写给我的那封信(我有小虚荣心，曾将此 

信向一些人炫耀过)。我回家一看，里面有“受到首都各界重视”、“继续调查，上 

报中央”等语，怕工作组引申开去，对张、孙不利。人家所长地位那么高，对我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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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 人 
个刚来所的小青年如此重视、鼓励，真让我感动。我若把信交上去，那不是太“小 

人”了吗?就把信烧掉了。那时，工作组已代替了所党委，而各研究室则从群众中 

推选临时负责人行使权力，室主任骆耕漠与副主任何建章已在被批判、审查之 

列。政经室临时负责人李某某受工作组指派找我个别谈话。他说：“你出身不错， 

党还培养你去留苏，你应对党知恩图报。咱们好比是国民党的兵，枪口调过来就 

是自己人。你要反戈一击，把信的内容回忆一下，向组织交待，争取立功。”我也 

看出他们是一番“好意”，想争取、帮助我，求得“进步”。可我当时真的是转不过 

弯来。我心里想：张闻天、孙冶方、骆耕漠、所党委不就是党吗?怎么一夜之间，他 

们就都是敌人了?连中层干部何建章、孙尚清等所谓“八大金刚”也都要被打倒 

了?党培养这么多高知人才多不容易呀⋯⋯我回答：“可他们并不是国民党呀。 

我的枪口为什么要冲他们去呢?”我拒绝交待信的内容，推说“忘记了”。第二天， 

我对张纯音说：“这是一部分人要整掉另一部分人，以抢夺所领导权力。你看看， 

工作组准备扶上去的那一位 (那时还不知有三个人要上新领导班子)，无论革命 

资历、学问、人品怎能与现领导班子比?一个只会向中宣部打小报告的、不学无 

术的人物当经济所所长，成何体统?我要向毛、刘、周、朱写信，请他们派人来查 

办。”张纯音连忙说：“千万别写信!这几年留学真害苦你了，你太幼稚，不知天高 

地厚。这事很复杂，工作组是有来头的!你也别到处乱放枪，你的每一句话都有 

人汇报上去的。听说，你已被内定为‘现行反革命’，运动中烧毁重要罪证。”我听 

了吓一大跳，但我不服，我又没杀人，怎么是“反革命”?于是继续到处向人宣扬 

自己的“高见”。回过头想想，工作组对我还是爱护的，因为实在找不出我与张、 

孙的渊源，纯粹是受苏联学术思想影响的问题。为了我不再继续干扰运动，使让 

我到山东黄县下丁家(先进模范村)去劳动锻炼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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